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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使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测度中国

出口国内增加值 （ＤＶＡＲ）， 从贸易模式和企业动态等方面拓展 ＤＶＡＲ 的分解方法，
揭示中国 ＤＶＡＲ 提升的来源。 结果表明： 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 ＤＶＡＲ 存在明显差

异； 退出企业 ＤＶＡＲ 均值高于进入和持续企业， 不同代际进入企业在持续期间

ＤＶＡＲ 不断提升； 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贸易模式转型是中国 ＤＶＡＲ 提升的来源

之一； 持续存在企业的集约边际变动是中国 ＤＶＡＲ 提升的主要来源， 企业进入退

出的扩展边际对中国 ＤＶＡＲ 提升的贡献很小； 产业内 ＤＶＡＲ 提升是不同技术含量

产业 ＤＶＡＲ 变动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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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ｓ） 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特征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２０１３） ［１］。 企业是 ＧＶＣｓ 活动的主体。 随着企业开始在 ＧＶＣｓ 中组织生产， 国际贸

易和投资流量大幅增加。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 年期间， 复杂的 ＧＶＣｓ 生产活动成为增长的主

要驱动力 （杜大伟等， ２０１７） ［２］。 但是，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贸易

增长和 ＧＶＣｓ 扩张明显放缓， 以歧视性关税和双边主义为主要表现的贸易摩擦日益

突出。 其背后的原因， 除周期性因素外， 还有 ＧＶＣｓ 的结构性和分配性因素。
中国向 ＧＶＣｓ 关键和枢纽位置移动， 是 ＧＶＣｓ 参与国结构性变化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借助各种形式的加工贸易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

ＧＶＣｓ， 从简单的最终产品组装逐渐向更复杂的国内增加值创造环节升级。 近年来，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 中国主动构建各种自主性比较强的 ＧＶＣｓ， 日益在发达国

家价值链环流和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环流中居于枢纽地位 （黄先海和余骁， ２０１７［３］；
洪俊杰和商辉， ２０１９［４］ ）。 在当前外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 中国更需要关注 ＧＶＣｓ
参与企业的结构性调整， 以增强在 ＧＶＣｓ 中的自主性和获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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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国内增加值是测度和反映 ＧＶＣｓ 获利能力和地位的重要指标。 与传统国际

贸易统计相比， 增加值贸易能更好地测度和反映全球贸易的新特征。 以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５］、 ２０１４［６］） 为代表的增加值贸易核算， 主要基于投入产出模型， 从国

家和产业层面进行测度。 这种方法隐含的假定是企业同质性和部门内进口中间投入

的 “同比例假设”， 忽视了企业异质性的存在。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出口国内增加值

研究， 将增加值贸易国内部分的研究推进到微观企业层面。 这类研究的测算结果可

作为基于投入产出法测度的补充， 并且能够将总体趋势分解为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变

化， 为从企业层面研究增加值变动来源提供了可能 （郭晶， ２０１６） ［７］。
微观企业层面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研究以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８］（以下简称 ＵＷＺ）

以及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９］为代表。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认为加工贸易企业 ＤＶＡＲ
提升是中国 ＤＶＡＲ 提升的主要来源， 并且该提升主要来自于国内材料对进口材料

的替代， 背后的原因是关税下降和 ＦＤＩ。 在此基础上， 国内学者从多角度研究了中

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因素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７［１０］； 李胜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１１］； 吕越， ２０１７［１２］；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１３］； 余淼杰和崔晓敏， ２０１８［１４］；
崔晓敏等， ２０１８［１５］；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１６］； 吕越等， ２０１８［１７］； 祝树金等， ２０１８［１８］；
高翔等， ２０１８［１９］；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２０］）。

但是， 从结构分解的角度揭示中国 ＤＶＡＲ 提升来源的研究相对较少。 ＵＷＺ
（２０１３） 以及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对中国 ＤＶＡＲ 的分解均发现， 中国 ＤＶＡＲ 变动

来自于产业内的变动， 产业间结构调整的作用非常有限。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
的研究涉及了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微观来源结构， 其考虑企业进入退出的分解结

果显示， 进入退出效应对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增长的贡献度为 ４４􀆰 ８６％。 然而，
其在参照系选择和年代效应处理等方面仍需完善， 结论仍有待商榷。 此外， 中国近

年来呈现出明显的贸易模式转型特征。 根据国家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 ２０００ 年一

般贸易占出口总额的 ４２􀆰 １％， 该比重 ２００６ 年上升为 ４５􀆰 ３％， ２０１８ 年进一步上升为

５６􀆰 ５％。 中国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型， 是否是中国 ＤＶＡＲ 提升的来源？ 虽然

很多研究都发现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影响差异， 但是并未深入研究贸易模式转

型是否是中国 ＤＶＡＲ 提升的来源。
本文在测度中国企业 ＤＶＡＲ 的基础上， 从不同技术含量产业内部结构、 贸易

模式和企业进入退出动态三个方面对加总 ＤＶＡＲ 变动进行结构分解， 发现贸易模

式转型是中国 ＤＶＡＲ 变动的来源之一， 持续存在企业的集约边际变动是中国 ＤＶＡＲ
的主要来源。 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微观来源结构，
为研究增加值贸易提供新的视角， 为增强 ＧＶＣｓ 企业的自主性和获利能力提供政策

建议。
相较于已有研究， 本文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 第一， 基于微观企业

数据， 从贸易模式角度拓展了 ＤＶＡＲ 变动的分解方法， 揭示了贸易模式转型是中

国 ＤＶＡＲ 变动的来源之一， 这一拓展有助于深化对中国 ＤＶＡＲ 变动的理解， 弥补

现有研究缺乏基于贸易模式的分解和忽视贸易模式转型的不足； 第二， 拓展了基于

企业动态的分解方法， 提出持续存在企业的集约边际变动是中国 ＤＶＡＲ 的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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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本文研究不同于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 的 ＤＶＡＲ 分解， 主要在参照系选择

和年代效应处理方面进行了改进， 本文的分解结果能对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间

接推断给予验证； 第三， 从不同技术含量产业内部， 进一步验证了产业内提升是

ＤＶＡＲ 提升来源的结论。 ＵＷＺ （２０１３）、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仅对中国总体 ＤＶＡＲ
变动进行了分解， 本文进一步对不同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 变动进行分解， 从产业

层面进一步验证了 ＵＷＺ （２０１３）、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结论。

一、 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度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 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度方法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 ＵＷＺ （２０１３） 测度

方法以及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测度方法。 ＵＷＺ （２０１３） 对于一般贸易进口材料在

出口和国内生产的分配比例假设更为合理，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则考虑了国内材

料的国外成分和外国材料的国内成分以及贸易代理商的问题。 因此， 本文首先基于

ＵＷＺ （２０１３） 的方法， 并综合考虑中国特殊贸易体制下企业进出口方式的多样性，
根据出口贸易方式将企业划分为一般贸易型、 加工贸易型、 混合型三大类型①， 提

出三大类型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 的基准测度方法。

　 　 　 　 　

ＤＶＡＲｐ ＝ １ － Ｍｐ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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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上标 ｐ、 ｏ 和 ｍ 分别代表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 Ｘ 表示出口，
Ｍ 表示进口， Ｙ 表示总产出。 混合型企业的 ＤＶＡＲｍ 可拆分为两部分， 第一项可近

似看作混合型企业通过加工贸易出口实现的 ＤＶＡＲ， 第二项可近似看作混合型企业

通过一般贸易出口实现的 ＤＶＡＲ。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参考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方法， 综合考虑贸易中间商、

国内中间投入中的国外成分， 测度修正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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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贸易型企业指仅有一般贸易出口而无加工贸易出口的企业； 加工贸易型企业指仅有加工贸易出口

而无一般贸易出口的企业； 混合型企业指既有加工贸易出口又有一般贸易出口的企业。



其中， Ｍｐ
ｍ 和 Ｍｏ

ｍ 表示考虑通过贸易中间商的间接进口后修正的进口， Ｍｔ
Ｔ 为企

业 ｔ 年总中间投入。
（二）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①。 借

鉴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２１］ 的研究， 采用逐年匹配的方法， 匹配后样本结构如表 １ 所

示②。 由表 １ 可见， 企业数量逐年增加，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１ ５４４ 家上升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３ ５５６家， 增长了 １０４􀆰 ０５％。 从三种不同类型企业数量在总样本中所占的比例来

看， 加工贸易型出口企业数量占比明显下降， 一般贸易型出口企业数量占比明显上

升， 混合贸易型出口企业数量占比稳中略降。 从三种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额占样本

总出口额的比例来看③， 也呈现加工出口占比下降和一般出口占比上升的趋势， 但

是变动幅度明显小于企业数量的变动幅度。 混合型出口企业内部， 也呈现加工出口

比例下降和一般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 加工出口所占比例略高于一般出口。 如果将

混合出口企业的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分别归并到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中， 则 ２０００
年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占比分别为 ７２％和 ２８％， ２００６ 年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各

占 ５０％。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样本总数及不同贸易方式企业样本数

年份 样本数
样本数占比 出口额占比 混合型企业内部

加工％ 一般％ 混合％ 加工％ 一般％ 混合％ 加工％ 一般％
２０００ １１ ５４４ ３２􀆰 ４３ １８􀆰 ４７ ４９􀆰 １０ ３６􀆰 ８７ １１􀆰 ０７ ５４􀆰 ６９ ６４􀆰 ３５ ３５􀆰 ６５
２００１ １１ ３３７ ３０􀆰 ４１ ２０􀆰 ８７ ４８􀆰 ７２ ３５􀆰 １６ １２􀆰 ５３ ５６􀆰 ９３ ６１􀆰 ８８ ３８􀆰 １２
２００２ １２ ５８６ ２８􀆰 ４７ ２２􀆰 ４７ ４９􀆰 ０６ ３３􀆰 ４９ ９􀆰 ７８ ５９􀆰 ２３ ５９􀆰 ４０ ４０􀆰 ６０
２００３ １４ ２８６ ２６􀆰 ７６ ２５􀆰 ５１ ４７􀆰 ７３ ３３􀆰 ７４ １１􀆰 ３７ ５７􀆰 ６９ ５７􀆰 ５１ ４２􀆰 ４９
２００４ １３ ５２９ １９􀆰 ９１ ２７􀆰 １０ ５３􀆰 ００ ２９􀆰 １６ ７􀆰 ０３ ６３􀆰 ８１ ５９􀆰 ０５ ４０􀆰 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１ ６７５ ２６􀆰 ２５ ２７􀆰 １８ ４６􀆰 ５７ ３５􀆰 ８６ １１􀆰 ０７ ５５􀆰 ７６ ５６􀆰 ０１ ４３􀆰 ９９
２００６ ２３ ５５６ ２３􀆰 ５４ ２８􀆰 ９９ ４７􀆰 ４７ ３２􀆰 ２３ １３􀆰 ５７ ５７􀆰 ９３ ５５􀆰 １７ ４４􀆰 ８３

为观测样本企业进入退出状况， 本文首先对企业进入退出状态给予界定。 相关

研究中存在多种界定进入、 持续和退出的方法， 具体包括： 两年判断标准 （Ｅａｔ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２２］； 谭智等， ２０１４［２３］ ）、 三年判断标准 （杨连星等， ２０１６［２４］； 张静

等， ２０１３［２５］）、 时间段考察 （李玉红等， ２００８［２６］ ）、 净进入率法 （杨天宇和张蕾，
２００９［２７］； 陈艳莹等， ２００８［２８］ ）。 比较上述不同的界定方法， 可以发现： 对于两年

判断标准， 杨连星等 （２０１６） 认为只考虑企业在连续两年内的表现， 可能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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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 主要原因在于工业企业数据缺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的中间投入数据， 其

中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还缺少增加值和工业总产值数据， 无法测算这些年份的企业 ＤＶＡＲ。 由于数据原因， 现

有关于企业 ＤＶＡＲ 的研究也基本在此时间跨度之内。
数据详细的匹配处理过程参考： 郭晶， 刘菲菲 􀆰 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的影响因素研究 ［ Ｊ］ 􀆰 世界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 （６）： ４３－５４＋１３５􀆰
根据余淼杰和崔晓敏 （２０１５） 的研究，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期间， 混合贸易企业出口平均占我国总出口的

３６􀆰 ２％、 总加工出口的 ６６􀆰 １％。 由此可见， 增加值贸易企业中混合贸易企业占比更高， 混合贸易企业内部的

贸易模式调整可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影响。



样本的偏失定义问题， 对仅存在一年的出口关系出现定义误差； 而三年判断标准通

过观察出口关系三年的情况， 可以有效克服这一缺陷； 对于时间段界定法， 考察一

段时间， 对存活企业的界定仅观察两个时间端点， 并且将中间某段时间消失但是后

来又出现的企业也视为持续企业， 可能会高估企业的持续时间； 对于净进入率法，
存在难以区分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 以及无法准确地界定持续企业的问题。 综上，
相比较而言， 三年判断标准能更准确地界定企业的进入退出。 因此， 本文采用三年

判断标准来识别企业生存。 参考杨连星等 （２０１６）、 张静等 （２０１３） 的方法， 将

ｔ－１期不存在、 ｔ 期及 ｔ＋１ 期存在的企业视为新进入的企业， ｔ－１、 ｔ 和 ｔ＋１ 期都存在

的企业视为持续的企业， ｔ－１ 期及 ｔ 期存在、 ｔ＋１ 期不存在的企业视为退出企业。
在观测期间， ｔ 期存在、 ｔ－１ 期和 ｔ＋１ 期都不存在的企业为仅存活一年。

根据上述界定方法， 各年份企业进入退出样本数如表 ２ 所示。 未剔除仅存活 １
年的企业样本中， 除 ２００５ 年外， 各年的进入率基本在 ３３％ ～ ４０％之间， 退出率在

２５％～４０％之间①。 剔除仅存活 １ 年样本后， 除 ２００５ 年之外的其他年份， 进入率基

本在 ２７％～３６％之间， 退出率在 １９％～ ３５％之间。 由此可见， 不剔除仅存活 １ 年企

业会高估企业的进入退出率。

表 ２　 企业进入退出样本数

年份 样本数 进入数 退出数 进入率％ 退出率％
剔除仅存活 １ 年企业

样本数 进入率％ 退出率％
２０００ １１ ５４４ ９ ８８９
２００１ １１ ３３７ ３ ５５３ ２ ９６４ ３８􀆰 ２２ ４０􀆰 ０１ １０ ４７８ ３５􀆰 ９３ ２９􀆰 ９７
２００２ １２ ５８６ ３ ４７３ ２ ０６９ ３６􀆰 ８４ ２５􀆰 ８３ １１ ８８２ ３３􀆰 １５ １９􀆰 ７５
２００３ １４ ２８６ ４ １２０ ２ ６１９ ３９􀆰 ９１ ２６􀆰 ４０ １３ ３８３ ３４􀆰 ６７ ２２􀆰 ０４
２００４ １３ ５２９ ３ ７３２ ４ ６７９ ３３􀆰 ７７ ３９􀆰 ０７ １２ ４３６ ２７􀆰 ８９ ３４􀆰 ９６
２００５ ２１ ６７５ １０ ７３３ ３ １４９ ９１􀆰 ５７ ３１􀆰 ３５ ２０ ０２０ ８６􀆰 ３１ ２５􀆰 ３２
２００６ ２３ ５５６ ６ ３１３ ４ ５１２ ３７􀆰 １３ ２８􀆰 ４５ ２１ ８２１ ３１􀆰 ５３ ２２􀆰 ５４

（三） 测度结果说明

本文对所测算的 ＤＶＡＲ 和 ＤＶＡＲ＿ｃ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级相关系

数分析显示， 除 ２００４ 年两类 ＤＶＡＲ 的相关系数在 ０􀆰 ７７ 左右②， 其他年度的相关系

数均在 ０􀆰 ９６ 以上， 并且各相关系数均呈上升趋势。 由于两类测算结果之间较高的

相关性， 在一些简单数据分析中的结果并不会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 由于工业企业

数据库中有部分企业缺少中间投入 （ ＭＴ
ｔ ） 的数据， 引致在估算 ＤＶＡＲ＿ｃ 时企业样

本数量小于估算 ＤＶＡＲ 的样本。 为保留更多样本， 本文在之后的分析中均采用

ＤＶＡＲ 数据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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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５ 年企业进入率高达 ９１􀆰 ５７％， 其原因可能是 ２００４ 年进行了全国第一次工业普查， 相比之前建立了

更为完善的企业登记注册体系， 使得更多私营企业进入统计系统。
本文在测度 ２００４ 年数据时， 由于工业总产值和出口交货值均缺失， 根据会计准则估算工业总产值 ＝产

品销售额－期初存货＋期末存货。 而出口交货值用海关出口数据乘以相近年份的出口交货值与海关出口的比例

来估算。



二、 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特征性事实

根据所测度的微观企业 ＤＶＡＲ， 参考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方法加总至行业

和总体层面， 以下分别从不同贸易方式企业、 进入退出企业、 不同技术含量产业和

宏观总体四个层面分析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特征性事实。
（一） 不同贸易方式企业 ＤＶＡＲ 存在显著差异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不同贸易方式微观企业 ＤＶＡＲ 的总体情况如图 １ 所示。 加工

贸易企业与混合型企业的 ＤＶＡＲ 平均水平呈上升趋势， 加工贸易企业 ＤＶＡＲ 平均水

平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５５４３ 上升至 ２００６ 年的 ０􀆰 ６３０１， 混合型企业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７１１５ 上升

至 ２００６ 年的 ０􀆰 ７６９７， 而一般贸易企业的 ＤＶＡＲ 平均水平基本保持稳定。

图 １　 不同贸易方式企业 ＤＶＡＲ历年均值

（二） 退出企业 ＤＶＡＲ 均值高于进入和持续企业， 不同代际进入企业在持续期

间 ＤＶＡＲ 不断提升

剔除仅存活 １ 年的样本企业中， 进入、 持续、 退出企业历年的 ＤＶＡＲ 均值如表

３ 所示。 由于存在数据右删失问题， 即无法获得 ２００６ 年之后的企业生存状态， 为

处理该问题， 本文将企业动态分解样本期间确定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由表 ３ 可见，
总体平均水平远高于加权总体水平， 反映了低 ＤＶＡＲ 的企业占有更大的权重。 退

出企业的 ＤＶＡＲ 均值高于进入企业和持续企业， 由此可初步推断， 中国 ＤＶＡＲ 提

升并非由于低 ＤＶＡＲ 企业退出所引致。

表 ３　 进入、 持续、 退出企业历年 ＤＶＡＲ均值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总体 ０􀆰 ７０５１ ０􀆰 ７３４４ ０􀆰 ７３９７ ０􀆰 ７４９０ ０􀆰 ７６０７
持续企业 ０􀆰 ６８５４ ０􀆰 ７３１９ ０􀆰 ７３３６ ０􀆰 ７４８６ ０􀆰 ７６９２
进入企业 ０􀆰 ７２０４ ０􀆰 ７２４１ ０􀆰 ７４７３ ０􀆰 ７４２９ ０􀆰 ７４１９
退出企业 ０􀆰 ７４４９ ０􀆰 ７５５８ ０􀆰 ７４５０ ０􀆰 ７５７５ ０􀆰 ７８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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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同一代际进入的企业在随后年份的 ＤＶＡＲ 变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持续存在企业 ＤＶＡＲ 的动态演进。 本文选取生存年数为 ４ 年的持续企业样本， 计算

不同代际进入企业在随后年份的 ＤＶＡＲ 均值，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不同代际进入企业

在持续期间内 ＤＶＡＲ 均值逐年提升。 因此， 持续存在企业 ＤＶＡＲ 提升的机制可能

是解释中国总体 ＤＶＡＲ 提升的重要方面。

表 ４　 不同代际进入企业在随后年份的 ＤＶＡＲ均值

第 １ 年 第 ２ 年 第 ３ 年 第 ４ 年

２００１ 年进入 ０􀆰 ６８７８ ０􀆰 ７２５９ ０􀆰 ７５２０ ０􀆰 ７７８１

２００２ 年进入 ０􀆰 ８０９１ ０􀆰 ８０２６ ０􀆰 ７９１５ ０􀆰 ８６５５

２００３ 年进入 ０􀆰 ７３８１ ０􀆰 ７６５８ ０􀆰 ７９６６ ０􀆰 ８３２２

２００４ 年进入 ０􀆰 ７６２１ ０􀆰 ７８５９ ０􀆰 ７９０４ —

注： 表中 “—” 表示无数据； 表中数据包含了 ２００６ 年持续存在的企业数据， 以更长期地反映持续存在企业

ＤＶＡＲ 的动态演进。

（三） 高技术行业 ＤＶＡＲ 明显低于其他行业

参照 ＯＥＣＤ 的分类①， 将所测度的 ＤＶＡＲ 加总为低技术行业、 中技术行业、 中

高技术行业以及高技术行业 ＤＶＡＲ， 按技术含量汇总的 ＤＶＡＲ 结果如图 ２ 所示。 高

技术行业 ＤＶＡＲ 明显低于其他行业。

图 ２　 不同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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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低技术行业包括：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 皮革、 毛皮、 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

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

料回收加工业。 中低技术行业包括：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

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中高技术行业包括：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 高技术行业包括：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

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四） 中国总体 ＤＶＡＲ 呈现回归式抛物线型变化趋势

将企业层面 ＤＶＡＲ 加总至总体层面， 对中国总体 ＤＶＡＲ 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发现中国总体 ＤＶＡＲ 呈现回归式抛物线型变化趋势， 具体情况如图 ３ 所示。 加入

ＷＴＯ 前， 中国总体 ＤＶＡＲ 缓慢上升， 加入 ＷＴＯ 后 ＤＶＡＲ 缓慢下降， ２００４ 年后迅

速增长， 整体呈先上升再下降最后再上升的回归式抛物线型变化趋势。 表明中国在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之后， 通过嵌入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 在参与初期 ＤＶＡＲ 略有

下降， 但随后出现了上升， 符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２０１３） 对于参与全球价

值链的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呈 Ｕ 型走势的分析， 也表明中国随着全球价值链参与

度的提高， 实现了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总体 ＤＶＡＲ变动趋势

三、 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结构分解： 产业内变动

和产业间结构调整

由于不同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 存在明显差异， 特别是高技术含量产业具有更

低 ＤＶＡＲ 的特征， 因此本文将 ＵＷＺ （２０１３） 、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总体分解方

法进一步扩展到不同技术含量产业层面， 考察不同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 变动是来

自于内部组成产业的产业内变动还是产业间的结构调整。 本文对不同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 的分解方法如下：

（３）
其中，

式 （３） 右边第一项是产业内变动效应， 第二项为产业间的结构调整效应。 图

４—图 ７ 直观地显示了不同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 变动来源分解结果。
分解结果表明， 低技术含量产业和中高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 变动与产业内变

动的趋势线基本重合， 而产业间的变动基本稳定， 与总体变动关系不大。 中低技术

含量产业和高技术含量产业分别在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出现明显波动， 其他年份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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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总体变动与产业内变动的趋势线基本重合， 而产业间的变动基本稳定的特征。 总

体来看， 不同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 提升均主要来自于产业内提升， 产业间的结构

调整作用非常有限。 该分解结果从不同技术含量产业的角度， 进一步验证了 ＵＷＺ
（２０１３）、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对总体分解的观点。

图 ４　 低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变动的分解

图 ５　 中低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变动的分解

图 ６　 中高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变动的分解

图 ７　 高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变动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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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结构分解：
贸易模式内变动和贸易模式转型

为研究中国加总 ＤＶＡＲ 的提升是否来源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型， 以及

这种转型对总体变动的贡献， 本文进一步将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总体变动分解为

贸易模式内变动效应和贸易模式转型效应两部分。 具体分解方法如下：

（４）
其中，

式 （４） 右边第一项是贸易模式内变动效应， 第二项为贸易模式转型效应。 其

中 ｋ 表示贸易方式， 具体包括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
根据式 （４）， 本文首先对 ＤＶＡＲ 的逐年变动进行分解，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ＤＶＡＲ 逐年变动的分解结果中， 较多结果显示贸易模式内变动和贸易模式转型均是

ＤＶＡＲ 变动的主要来源。 由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期间 ＤＶＡＲ 波动较大， 为剔除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年极端值的影响， 本文根据图 ３ 所显示的 ＤＶＡＲ 变动的三个阶段， 进一步对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期间的下降阶段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期间的上升阶段， 以及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期间的总体阶段进行分解①。 结果表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期间， 贸易模式内变动对

总体变动的贡献为 ５１􀆰 ９６％， 贸易模式转型对总体变动的贡献为 ４８􀆰 ０４％；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年期间， 贸易模式内变动对总体变动的贡献为 ６３􀆰 ９２％， 贸易模式转型对总体

变动的贡献为 ３６􀆰 ０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期间， 贸易模式内变动对总体变动的贡献为

７５􀆰 ３８％， 贸易模式转型对总体变动的贡献为 ２４􀆰 ６２％。

表 ５　 不同贸易方式 ＤＶＡＲ分解结果

期间 ΔＤＶＡＲ
贸易模式内

变动效应

贸易模式

转型效应

贸易模式内

变动贡献

贸易模式

转型贡献

逐
年
分
解

阶
段
分
解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 ０􀆰 ０２６６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０７６ ７１􀆰 ５８％ ２８􀆰 ４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１０８ ３８􀆰 ２８％ ６１􀆰 ７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９６ －４２７􀆰 ９６％ ５２７􀆰 ９６％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 －０􀆰 ０３００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２０８ ３０􀆰 ８５％ ６９􀆰 １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 ０􀆰 ０６８８ ０􀆰 ０４６７ ０􀆰 ０２２１ ６７􀆰 ９０％ ３２􀆰 １０％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０８４ ４６􀆰 ５７％ ５３􀆰 ４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 －０􀆰 ０４５７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２１９ ５１􀆰 ９６％ ４８􀆰 ０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 ０􀆰 ０８４５ ０􀆰 ０５４０ ０􀆰 ０３０５ ６３􀆰 ９２％ ３６􀆰 ０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０􀆰 ０６５４ ０􀆰 ０４９３ ０􀆰 ０１６１ ７５􀆰 ３８％ ２４􀆰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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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每个阶段的 ΔＤＶＡＲ 为该阶段年末 ＤＶＡＲ 减去该阶段年初 ＤＶＡＲ。



　 　 总体来看， 中国 ＤＶＡＲ 变动既来源于贸易模式内变动， 也来源于贸易模式转

型。 贸易模式转型， 即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方式转型， 是中国 ＤＶＡＲ 变动不容忽

视的来源之一。

五、 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分解： 持续存在企业的

集约边际和进入退出企业的扩展边际

（一） 分解方法

为分析企业进入退出动态是否会对 ＤＶＡＲ 变动产生影响， 本文引入企业进入、
退出和持续动态， 对 ＤＶＡＲ 变动进一步分解。

首先， ＤＶＡＲ 的变动可表达如下：

（５）
其中， Ｓ、 Ｎ、 Ｘ 分别表示持续存在企业、 新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集合。 式

（５） 右边第一项可进一步表示为：

（６）
令

ωＳｔ ＝∑
ｉ∈Ｓ

ωｉｔ，ＤＶＡＲＳｔ ＝∑
ｉ∈Ｓ

（
ωｉｔ

∑
ｉ∈Ｓ

ωｉｔ

ＤＶＡＲｉｔ），ωＮｔ ＝ ∑
ｉ∈Ｎ

ωｉｔ，ＤＶＡＲＮｔ ＝ ∑
ｉ∈Ｎ

（
ωｉｔ

∑
ｉ∈Ｎ

ωｉｔ

ＤＶＡＲｉｔ）

根据 ωＳｔ ＋ ωＮｔ ＝ １， 式 （６） 可简化为：

∑
ｉ∈（Ｓ， Ｎ）

ωｉｔＤＶＡＲ ｉｔ ＝ ＤＶＡＲＳｔ ＋ ωＮｔ（ＤＶＡＲＮｔ － ＤＶＡＲＳｔ） （７）

同理， 式 （５） 右边第二项可进一步表示为：

∑
ｉ∈（Ｓ， Ｘ）

ωｉｔ －１ＤＶＡＲ ｉｔ －１ ＝ ∑
ｉ∈Ｓ

ωｉｔ －１·∑
ｉ∈Ｓ

（
ωｉｔ －１

∑
ｉ∈Ｓ

ωｉｔ －１

ＤＶＡＲ ｉｔ －１） ＋ ∑
ｉ∈Ｘ

ωｉｔ －１·

　 　 　 　 　 　 ∑
ｉ∈Ｘ

（
ωｉｔ －１

∑
ｉ∈Ｘ

ωｉｔ －１

ＤＶＡＲ ｉｔ －１） （８）

令 ωＸｔ－１ ＝ ∑
ｉ∈Ｘ

ωｉｔ－１， ＤＶＡＲＸｔ－１ ＝ ∑
ｉ∈Ｘ

（
ωｉｔ－１

∑
ｉ∈Ｘ

ωｉｔ－１

ＤＶＡＲｉｔ－１） ， 并结合ωＳｔ－１ ＋ ωＸｔ－１ ＝ １，

式 （８） 可化简为：

∑
ｉ∈（Ｓ， Ｘ）

ωｉｔ －１ＤＶＡＲ ｉｔ －１ ＝ ＤＶＡＲＳｔ－１ ＋ ωＸｔ－１（ＤＶＡＲＸｔ－１ － ＤＶＡＲＳｔ－１） （９）

代入式 （５） 得：
ΔＤＶＡＲ ｊｔ ＝ （ＤＶＡＲＳｔ － ＤＶＡＲＳｔ－１） ＋ ωＮｔ（ＤＶＡＲＮｔ － ＤＶＡＲＳｔ） ＋

　 　 　 　 ωＸｔ－１（ＤＶＡＲＳｔ－１ － ＤＶＡＲＸｔ－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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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式可以改写为：
ΔＤＶＡＲ ｊｔ ＝ ΔＤＶＡＲＳｔ ＋ ωＮｔ（ＤＶＡＲＮｔ － ＤＶＡＲＳｔ） ＋ ωＸｔ－１（ＤＶＡＲＳｔ－１ － ＤＶＡＲＸｔ－１） （１１）
其中 ΔＤＶＡＲＳｔ 可按下式分解为：

　 ΔＤＶＡＲＳｔ ＝∑
ｉ∈Ｓ

（
ωｉｔ

∑
ｉ∈Ｓ

ωｉｔ

ＤＶＡＲ ｉｔ） － ∑
ｉ∈Ｓ

（
ωｉｔ －１

∑
ｉ∈Ｓ

ωｉｔ －１

ＤＶＡＲ ｉｔ） ＝∑
ｉ∈Ｓ

ｗＳｉｔ（ΔＤＶＡＲ ｉｔ） ＋

　 　 　 　 　 　 　 　 　 ∑
ｉ∈Ｓ

（ＤＶＡＲ ｉｔ）（ΔｗＳｉｔ） （１２）

将式 （１２） 代入式 （１１）， 最终分解结果为：

式 （１３） 中， ＤＶＡＲ 的跨期变化分解为持续企业内水平变动效应、 持续企业

间份额变动效应、 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四个方面。 持续企业内水平变动效应， 指持

续存在企业两期间的 ＤＶＡＲ 变化； 持续企业间份额变动效应， 代表持续存在企业

间的结构调整； 进入效应， 指新进入企业对 ＤＶＡＲ 的影响； 退出效应， 指退出企

业对 ＤＶＡＲ 的影响。 本文将持续企业内和持续企业间的变动效应之和定义为 ＤＶＡＲ
变化的集约边际。 将企业进入和退出效应之和， 即净进入效应， 定义为 ＤＶＡＲ 变

化的扩展边际。
（二） 分解结果

根据式 （１３）， 采用剔除仅存活 １ 年的企业样本， 对不同技术含量产业和总体

ＤＶＡＲ 变动进行分解。 首先， 对各技术含量产业和总体进行逐年变动分解； 其次，
为剔除极端值的影响以平滑 ＤＶＡＲ 变动， 根据总体 ＤＶＡＲ 演进的几个阶段， 分别

对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期间以及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期间的 ＤＶＡＲ 变动进行分解。 具体结果如

表 ６ 所示①。
从表 ６ 可见， 各行业 ＤＶＡＲ 逐年变动分解结果波动较大， 但是在较多的逐年分

解结果中表现为集约边际的贡献更大。 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期间以及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期

间的分解结果可见， 各技术含量以及总体 ＤＶＡＲ 的变动主要来自于持续存在企业

的集约边际变动， 企业进入退出的扩展边际对 ＤＶＡＲ 变动的贡献很小。 除中低技

术含量产业外， 其他各技术含量产业和总体的分解结果中， 企业进入退出的扩展边

际对 ＤＶＡＲ 变动的贡献均为负， 这一测算结果与本文表 ３ 中的统计观察一致， 即退

出企业 ＤＶＡＲ 更高， 因而进入退出的扩展边际贡献率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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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企业动态分解过程中剔除了仅存活 １ 年的企业， 因此本部分样本与前文样本不同， 相应的总体

ＤＶＡＲ 的变动也与前文略有差别。



表 ６　 基于企业动态的 ＤＶＡＲ分解结果

期间 ΔＤＶＡＲ
集约边际

变动

扩展边际

变动

集约边际

贡献

扩展边际

贡献

低
技
术
含
量

中
低
技
术
含
量

中
高
技
术
含
量

高
技
术
含
量

总
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１１ －９７􀆰 ７０％ １９７􀆰 ７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４５１ －０􀆰 ００６５ ２６９􀆰 １４％ －１６９􀆰 １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１８１ ９５􀆰 ６３％ ４􀆰 ３７％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８７ －３３􀆰 ８２％ １３３􀆰 ８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 ０􀆰 ０５３５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１０９ ８７􀆰 ５７％ １２􀆰 ４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 ０􀆰 ０２６１ ０􀆰 ０６９０ ０􀆰 ００２８ ２７５􀆰 ０３％ －１７５􀆰 ０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０􀆰 ０９１８ ０􀆰 ０９４２ ０􀆰 ０１２６ １１６􀆰 ３６％ －１６􀆰 ３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 ０􀆰 ０３６９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８１ －２７􀆰 ８５％ １２７􀆰 ８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３６４ ０􀆰 ０３９４ ０􀆰 ００８５ １３１􀆰 ４９％ －３１􀆰 ４９％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 ０􀆰 ０３１１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１４６ ７８􀆰 １４％ ２１􀆰 ８６％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 ０􀆰 ０５６６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４４８ ５８􀆰 ３４％ ４１􀆰 ６６％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２４７ ０􀆰 ００３１ －１３４􀆰 ７３％ ２３４􀆰 ７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 ０􀆰 １２４１ ０􀆰 ０３７４ ０􀆰 ０６７８ ８４􀆰 ７６％ １５􀆰 ２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０􀆰 ２３２２ ０􀆰 １５４１ ０􀆰 ０７５４ ９８􀆰 ８６％ １􀆰 １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１３３ １３􀆰 ８３％ ８６􀆰 １７％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３２５ ０􀆰 ０４６３ －０􀆰 ０１４３ ９８􀆰 ２８％ １􀆰 ７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０３０ ５９􀆰 ２５％ ４０􀆰 ７５％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 ０􀆰 １０５４ ０􀆰 ０４４４ ０􀆰 ０８２４ １２０􀆰 ３２％ －２０􀆰 ３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 －０􀆰 ０３４４ ０􀆰 ０２４９ －０􀆰 ０７１２ １３４􀆰 ６３％ －３４􀆰 ６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 ０􀆰 １１１７ ０􀆰 ０７２１ ０􀆰 ０７１１ １２８􀆰 ２６％ －２８􀆰 ２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０􀆰 ３３２５ ０􀆰 ２４１０ ０􀆰 ０８８６ ９９􀆰 １４％ ０􀆰 ８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 ０􀆰 ０５６３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１１１ ６０􀆰 ３４％ ３９􀆰 ６６％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２４８ ０􀆰 ０４０３ －０􀆰 ０１４２ －１０５􀆰 ０７％ ２０５􀆰 ０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０８ －２２８􀆰 ８２％ ３２８􀆰 ８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 ０􀆰 １９６７ ０􀆰 ０２３０ ０􀆰 １８３０ １０４􀆰 ７６％ －４􀆰 ７６％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 －０􀆰 １５０５ ０􀆰 ０４４７ －０􀆰 １４７３ ６８􀆰 １９％ ３１􀆰 ８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 ０􀆰 １７０４ ０􀆰 ０６５９ ０􀆰 １６９５ １３８􀆰 １４％ －３８􀆰 １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０􀆰 ４０８６ ０􀆰 ３７４３ ０􀆰 １２２０ １２１􀆰 ４７％ －２１􀆰 ４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２４ １９􀆰 ５７％ ８０􀆰 ４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４１８ －０􀆰 ０１５４ －２４８􀆰 ６４％ ３４８􀆰 ６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７７ ５７􀆰 ２５％ ４２􀆰 ７５％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 ０􀆰 １４２１ ０􀆰 ０２４１ ０􀆰 １３２８ １１０􀆰 ３８％ －１０􀆰 ３８％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 －０􀆰 ０９８９ ０􀆰 ０３４３ －０􀆰 １１４２ ８０􀆰 ７９％ １９􀆰 ２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 ０􀆰 １２５１ ０􀆰 ０６９９ ０􀆰 １０９７ １４３􀆰 ５４％ －４３􀆰 ５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０􀆰 ０５５９ ０􀆰 １０７６ －０􀆰 ００２１ １８８􀆰 ６３％ －８８􀆰 ６３％

注： 样本为剔除仅存活 １ 年样本； 各期间 ΔＤＶＡＲ＝期末年份 ＤＶＡＲ－期初年份 ＤＶ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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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解结果与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 的分解结果不一致。 毛其淋和许家

云 （２０１９） 的分解结果显示进入退出效应对行业出口 ＤＶＡＲ 增长的贡献度较大，
为 ４４􀆰 ８６％。 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分解方法不完全相同。 具体表现为： 首

先， 对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的参照系选择不同。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 的分解

方法中， 衡量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的方法是将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 ＤＶＡＲ 与行

业平均 ＤＶＡＲ 进行比较， 也就意味着进入企业将取代代表性企业， 而同时退出企

业将被代表性企业所替代 （毛其淋和盛斌， ２０１３）。 本文的分解方法是直接比较进

入企业、 退出企业与持续存在企业的 ＤＶＡＲ， 进入效应采用 ｔ 期持续存在企业加总

ＤＶＡＲ 作为参照系， 退出效应采用 ｔ－１ 期持续存在企业加总 ＤＶＡＲ 作为参照系。 本

文分解方法能更好地比较企业更替对总体 ＤＶＡＲ 变动的影响。 其次， 对年代效应

的处理不同。 在对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进行分解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年代效应问

题， 因而基于同一时期不同类型企业的比较才有意义 （吴利学等， ２０１６） ［２９］。 毛其

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 将行业在 ｔ 期和 ｔ－１ 期 ＤＶＡＲ 的平均值作为参照系， 相当于对

不同类型企业不同时期的 ＤＶＡＲ 进行了比较， 必然包含参照组企业 ＤＶＡＲ 的年代

效应。 本文使用 ｔ 期新进入企业与持续存在企业比较， ｔ－１ 期退出企业与持续存在

企业比较， 因而不受企业 ＤＶＡＲ 年代效应的干扰， 能真实地反映企业进入与退出

对总体 ＤＶＡＲ 增长的贡献。

六、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测

度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 并从产业结构、 贸易模式和企业动态三个方面

拓展 ＤＶＡＲ 的分解方法， 揭示中国 ＤＶＡＲ 提升的微观来源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 不

同贸易模式企业 ＤＶＡＲ 存在明显差异； 退出企业 ＤＶＡＲ 均值高于进入和持续企业，
不同代际进入企业在持续期间 ＤＶＡＲ 不断提升。 进一步的分解结果表明： 从加工贸

易向一般贸易的贸易模式转型是中国 ＤＶＡＲ 提升的来源之一； 持续存在企业的集约

边际变动是中国 ＤＶＡＲ 提升的主要来源， 企业进入退出的扩展边际对中国 ＤＶＡＲ 变

动的贡献很小； 不同技术含量产业内 ＤＶＡＲ 提升是各技术含量产业 ＤＶＡＲ 变动的主

要来源， 产业间结构调整的作用非常有限。
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微观来源结构的理解， 并为增

加值贸易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本文结论， 针对提升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 本

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 推动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 实现从被动嵌入到主

动融合的转变。 以加工贸易方式被动嵌入 ＧＶＣｓ 的模式， 核心企业往往采取排他性

的策略阻止非核心企业升级。 当前， 全球价值链正面临结构性重组， 区域性价值链

将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表现形式，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产能合作正逐步推进， 这为

突破原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 ＧＶＣｓ 提供了契机。 推动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

型， 既能发挥对国内经济更大的溢出效应， 也能立足国内价值链， 实现从被动嵌入

到主动融合的转变。 其次， 激励企业 ＤＶＡＲ 自升级。 中国 ＤＶＡＲ 的变动主要来自

于持续存在企业的集约边际， 企业进入退出的扩展边际效应对 ＤＶＡＲ 的作用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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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因此激励企业 ＤＶＡＲ 自升级至关重要。 为此， 需要更加重视微观企业政策，
从创新支持、 质量提升等方面制定相关激励措施， 以促进企业 ＤＶＡＲ 自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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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Ｖ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ｏｕｒ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ＶＡＲ．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ＤＶＡＲ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ｉ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ＶＡＲ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ＶＡＲ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ＶＡ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ｆｉｒｍ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ＶＡＲ．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ｍｕ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ＶＡＲ； Ｔｈｅ ＤＶＡ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ＤＶＡ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ｒ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Ｆｉ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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